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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播活动的文化侵略本质

———基于郭士立及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的个案研究

方晓恬

摘　 要： 对于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播活动， 当下一些研究倾向强调其促进 “西学东渐”、 推动中国现代

化的积极作用。 以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及其在华创办中文报刊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为个案， 对郭士立

在华传播活动及创刊内容进行分析， 置于历史背景中考量传教士传播新知背后的动机， 重申传教士报刊的

文化侵略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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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３ 年 ８ 月 １ 日， 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 （Ｋａｒｌ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Ａｕｇｕｓｔ Ｇｕｔｚｌａｆｆ 或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Ｇｕｔｚｌａｆｆ， 亦称郭实

腊、 郭实猎或郭甲利等） 在中国广州创办了中国境内第一份中文刊物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Ｏｃｅａｎ’ ｓ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以下简称 《东西洋考》 ）。 戈公振在 《中国报学史》 中评价

称， “此报发刊于中国境内， 故我国言现代报纸者， 或推此为第一种， 因前三种皆发刊于南洋也。” ［１］

《东西洋考》 具有创刊时点上的领先地位， 作者郭士立也因复杂的传教、 办报经历备受关注， 他在华进

行的传播活动， 对传教士报刊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学界关于传教士报刊对中国作用及意义的评价， 不外乎方汉奇提出的三个方面： 一是外人在华办

报活动本质上是殖民主义文化侵略活动； 二是在华外报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三是在华外报的

办报经验为中国民族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２］笔者以这三种评价为依据， 对学界目前关于传教士报刊

的研究进行梳理， 发现较多强调其对中国报业现代化的示范作用和 “西学” 内容对中国现代化的启蒙

作用。 这样的研究过度强调客观效果， 淡化侵略动机， 忽视了传教士对华传播的初衷和相关政治经济

利益， 容易陷入西方国家现代化话语的陷阱中。 本文首先对当下多数研究对郭士立的评价进行辨析，
继而通过对 《东西洋考》 及郭士立日记等史料梳理， 对相关问题进一步透析， 重申传教士在华办报的

文化侵略本质。

一、 关于郭士立三方面评价的辨析

（一） 个人品行： 慈善行医背后的传教动机

对于郭士立及晚清来华办报传教士们的评价， 很多研究从品行方面入手， 对其赞美。 一方面， 强调

传教的艰辛。 有学者称， 郭士立们 “远涉重洋， 不畏艰险， 来到中国这片地上”， 是 “有着虔诚的宗教

信仰， 抱着 ‘向中国人传教’ 的目的来到中国的” ［３］ 。 另一方面， 强调施善的热心。 有学者称， 有一些

传教士诚心诚意来传教和启蒙， 或从事文化慈善事业， 支持中国的社会进步。 他们开办了大量慈善医

疗事业， 他们 “渴望中国蜕变革新的热忱， 却又是西方型的。 他们都是为了新中国文化的孕育， 而尽

产婆职责的。” ［４］

以此评价为核心的研究肯定了传教士来华布道的艰辛， 行医问药的善行， 但对于个人品行的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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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容易淡化传教士来华的本质目的。 在 《东西洋考》 中， 郭士立谈及用医疗手段救助底层中国人，
开设医院时， 往往借机宣传上帝的仁爱， 可见其动机并不纯粹：

　 　 宽仁孚众， 是耶稣门生本所当为， 今有此教之门徒， 普济施恩， 开医院……每日接杂病人　 　
及各项症效， 且赖耶稣之宠祐。［５］ （道光乙未年六月 《广东省城医院》 ）
清朝 “禁教” 政策为传教士进入中国增加了难度， 郭士立在南洋一带寻找进入中国的机会时， 就

曾探索医务传教的途径。 利用西方先进的医疗知识和免费的药品救济穷苦百姓， 不仅可以借机宣传宗

教的仁爱精神， 还可以笼络人心。 如上文示例， 郭士立始终将 “施恩救助” 与 “耶稣” 结合在一起，
期待受惠者感恩基督教进而皈依。 医务传教表面看来为穷困中国人带来了好处， 但其长远目的是使更

多中国人信仰基督教， 感念西方传教士。 郭士立行医得到了基督教组织的资金资助， 他在华又不断与

鸦片商人、 英国侵华军队有关联， 故此不应一味借郭士立行医问药和个人努力来淡化传教士的动机。
（二） 业务能力： 现代化报刊典范背后的利益关系

与当时官方的邸报不同， 传教士报刊将西方报刊的编辑经验和经营方式带入中国， 树立了现代化

报刊的典范。 当下研究从三方面总结了这一贡献： 第一， 树立新闻业务典范。 有学者称， 《东西洋考》
栏目稳定， 卷首有目录， 文末有编者按语， 写作风格通俗、 简短， 贴近生活， 具有近代报刊的特征，
为后来国人办报提供了先例。［６］ 第二， 传播新闻自由思想。 有学者称， 《新闻纸略论》 一文， 首次在中

国提出 “言论自由”， 打破了当时封建中国言论自由的禁忌。 像王韬这样中国早期的有识之士， 正是看

到了传教士报刊的舆论导向作用， 才萌生了国人办报的思想， 并且提出了 “立言” 的办报主张。［７］ 第

三， 介绍报刊经营理念。 有学者称， 《招签题》 是一篇自我推销并筹集办报费用的 “广告”， 从中可以

清楚地看出廉价报纸的经营思路。［８］

这三种评价从业务、 思想和经营三方面概括了传教士报刊对中国近代报刊的客观积极影响， 为本

研究提供了启示。 但如果将传教士报刊的知识图谱补充完整， 还应透过业务实践层面的启示， 触及创

刊本质。 对于 “传教士启发国人自办报刊” 这一论点， 王韬在 《书日人 〈隔靴论〉 后》 曾谈及， 外人

办报具有文化侵略动机， 而非单纯文化交流：
又其论传教于中土也， 则曰攻地不若攻人， 攻人不若攻心……今之西人， 则又善于攻心者

也。 盖其为计也， 以为用兵争地， 其民未附， 则虽得之， 旋失之， 财耗人亡， 得不偿失。 不如

播传其教而隐移夫人心， 使疾其君如仇譬， 而亲我如父母； 忌其吏如蛇蝎， 而敬我如神明， 然

后乘其衅而入焉， 则不伤一卒， 不费一金， 而为我腹心之民， 此百世之利也。 所谓攻心者

如此。［９］

此外， 对于郭士立业务层面的贡献， 除了强调 “首创”、 “第一” 的重要地位， 这样几个问题不容

忽视： 业务、 思想和经营层面的 “首创” 是将西方国家新闻实践经验带入中国， 并非立足中国传统文

化进行 “首创”， 因此无法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 与其他引入中国的西方文化一样， 传教士报刊同样意

在将中国卷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文化中； 郭士立们倡导的言论自由并非真正赋予普通人民发言权，
而意在对王权统治进行挑战， 为西方文化在中国开疆拓土服务； 《东西洋考》 有六个月的经费来源于鸦

片商人， 该刊具有为外国商人服务的目的， “广告” 专栏的设立除了自筹经费外， 还有积极推广港口船

运信息、 为西方国家对华贸易服务的意图。 业务层面启示背后， 隐藏着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目的。
（三） 文化传播： 文化启蒙背后的 “二元对立”
当下很多研究从传教士报刊内容出发， 总结其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 改变中国 “封建落后” 状态

的贡献： 一方面， 启蒙国人思想。 有学者称， 被传教士用作辅助手段的西学传播非但未能使中国人沦

为西洋文化的奴隶， 相反， 启蒙了中国的思想界， 适应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潮流， 从而充当了促

进中国社会变革的 “不自觉的工具” ［１０］ 。 另一方面， 将中国带出 “野蛮” 状态。 有学者称， 如果没有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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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报刊的西学介绍， 一向闭目塞听的中国社会就很难感知西方先进文化的惊雷， 还会沉迷在 “天

朝上国” 的美梦之中。［１０］（１６０）

这类研究肯定了传教士报刊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层面发挥的桥梁作用， 但这两种评价陷入了西方国

家设置的 “二元对立” 话语框架中， 对中国 “闭关锁国”、 “野蛮落后” 的描述， 是将中国置于率先完

成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的对立面， 忽视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和发展路径， 一味用西方现代化标准评判

“先进” 与 “落后”。 《东西洋考》 中对各国 “人” 的描述就存在这样的对立， 欧洲人的聪慧勇敢与亚

洲人的懒惰奸猾形成对比， 忽视了文明的平等性， 根本目的在于先破后立， 为文化侵略提供合理性。
下文将通过理清郭士立进入中国的三个相关问题， 进一步管窥他如何以传教、 办报为掩护， 为西方殖

民者服务， 分析传播活动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关联。

二、 关于郭士立对华传播活动三个问题的探究

（一） 郭士立的入华经历

郭士立从小丧母， 家境贫寒， 通过给国王献诗， 获得在神学院就读的机会， 为传教打下了教育基

础。 １８２３ 年， 郭士立加入鹿特丹尼德兰传教会， 但他一心渴望到人口众多的中国去传教， 他曾感叹道：
当 “我可以接触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而 “我一定要留在宾坦岛的话， 心里是痛苦的” ［１１］ 。 郭士立广泛

接触英国传教士， 他与伦敦布道会的麦都思交好， 迎娶了新加坡伦敦会女校的玛丽亚·纽威小姐， 他

甚至十分渴望为大英帝国去开拓中国传教市场， 为此他不惜辞去尼德兰教会职务， 独立传教。
由于清朝 “禁教”， 郭士立无法进入中国， 暂时停留在暹罗、 新加坡等地， 但他从没有放弃去中国

传教的梦想， 他广泛接触华人， 不仅学会了中国官话， 甚至会讲广州、 福建等方言， 为入华做足功课。
１８３１ 年， 一位叫林炯的商人同意带郭士立北上天津， 郭士立自此开启了 １８３１ 至 １８３３ 年的三次中国沿

海航行， 撰写了日记 《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Ｖｏｙａｇ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１８３１，
１８３２ ＆１８３３）， 这三次航海之旅与其说是他为入华传教做的功课， 不如说是在为西方国家打开中国大门

所做的贸易、 军事情报勘察， 他也利用这些情报获得了好处。
郭士立搭乘林炯的 “顺利号” 商船， 从暹罗出发， 沿中国航海线一路北上， 途经上海、 山东等地，

到达天津。 他一路将伦敦会赠予的药品分发给沿途贫苦民众， 借机分发传教小册子， 宣传上帝。 具有

航海知识的郭士立记下了沿途航线和贸易情况。 归来后， 郭士立演讲发文， 证明中国的大门可以打开，
这引起了西方宗教界、 商界、 政界的广泛关注， 东印度公司决定雇佣郭士立陪同林赛乘坐 “阿美士德

号” 再次沿中国海岸线航行， 以便查明中国商业开放最远的北方口岸有多远。 郭士立在日记中阐明了

厦门、 天津、 上海三个口岸开埠通商的可行性：
（厦门是） 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和亚洲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无论是从它的地理位置和

富庶程度， 还是从它所囤积的中国出口货物来看， 这里对欧洲的商业企业来说都是最好的港口

之一。［１２］

天津的贸易规模相当庞大。 每年有五百多艘商船从中国南部港口， 以及交趾支那和暹罗前

来。 河里挤满了中国帆船， 商业交易使这里的景色如此富有活力和动感， 以致令我想起了利物

浦。 天津可以为外国企业提供可观的市场。［１２］（２１８）

上海贸易活动总是生气勃勃， 如果欧洲人被许可进入该埠， 贸易额还将大为增加， 居住在

中国中部的千百万人口消费的外国商品数量是很庞大的。［１２］（２１８）

此外， 郭士立还考察了宁波、 福州等城市， 大体上都得出了 “可以开放” 的结论。 他通过日记展

示自己沿海航行考察到的情况， 同时鼓吹打破广州单独通商的限制， 要求打通东南和华北各港口与中

国进行贸易。 这对于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是绝好的消息。 被郭士立认真 “考察” 过的港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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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也正好成为鸦片战争后开辟的通商口岸。 此外， 郭士立的日记中还记载了关于中国防务组织、 武

器、 军队人员素质等方面的信息， 这些情报都为其后英军侵华的作战计划提供了一定依据：
我们巡视了炮台的左侧， 察看了这个国家的防务内部组织， 炮台是一座极为巨大的结构，

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了布置， 可是最蹩脚的军队也能攻破它……火药的质量很低， 炮的保养

和使用都极坏， 点火口太宽， 制造得不合比例……大部分军官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 是从部队

里升上去的……如果我们是以敌人的身份来到这里， 整个中国的抵抗不会超过半个小时。［１３］

因为实地考察得来的情报， 郭士立受到越来越多商界、 政 （军） 界人士的信任， 鸦片贩子查顿曾

与他合作， 并指示他的船长凡事要与郭士立商量， 他在语言及中国文化方面学识渊博， 与他合作是符

合利益的。 郭士立本人也从合作中获益， 查顿应允他支付 《东西洋考》 前六个月的出版费。
郭士立还公开美化殖民行径， 以印度为例， 鼓吹用欧洲的 “先进性” 改造中国的 “落后性”， 对于

殖民地承受的伤害绝口不提， 用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话语掩盖侵略：
如果欧洲人曾经计划征服中国， 并把这计划付诸实施， 中国还不会像现在这样受到悲惨的

奴役。 看看印度斯坦现在享有的民权和宗教自由， 那里在科学上取得的快速进步， 以及他们得

到的基督教真理， 再看看中国； 中国！ 永不进步， 总是在倒退， 呻吟于专制统治之下， 在永远

的与世隔绝之中灭亡。［１２］（２３１）

（二） 郭士立的在华职务

郭士立不仅在华创刊著书， 他还涉足政商界， 有过很多在华职务。 第一， 翻译官。 １８３５ 年， 郭士

立被任命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兼翻译， 帮助英国商人推销鸦片。 鸦片战争期间， 郭士立是

英国 “远征军” 的翻译兼向导。 鸦片战争后， 郭士立参与签订 《南京条约》， 是英方翻译之一， 他还和

伯驾共同参与了 １８４４ 年的 《望厦条约》 签订活动。 特殊的语言天赋和对中国风土人情的熟识使郭士立

成了英国侵略军眼中出色的中文专家。 第二， 地方 “民政官”。 英军在定海建立殖民统治时， 他担任定

海 “民政官”； １８４１ 年 １０ 月， 英军攻占宁波后， 他被指派为宁波 “民政官”； １８４２ 年 ７ 月， 英军占领

镇江后， 郭士立又成了镇江 “民政官”。 这一职务又被中国人称为 “伪县令”， 任职期间， 郭士立暴露

了自己伪善的本质， 欺压当地百姓， 甚至敲诈勒索。 第三， 香港总督抚华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郭士

立分别担任了香港前三任总督璞鼎查、 德庇时、 文翰的抚华道。 “抚华道” 的职责类似于秘书， 郭士立

运用其长期与华人打交道的经验专门管理在港华人事务， 办理与中国政府交涉事务， 这一官职后来演

变为香港政府的华民政务司。
郭士立在华三个主要职务， 均由英国人任命， 为英国殖民统治服务， 这些活动完全是站在中国人利

益的对立面， 相比于他在 《东西洋考》 中宣传的 “仁爱亲善”， 形成极大讽刺。
（三） 郭士立的对华传播

郭士立对华传播有一个以著书立说为主的文字播道网络。 具体手段包括行医传教的口头传播、 散

发 《基督救世传》 《上帝拯救传》 《耶稣传》 等传教小册子、 著书办报。 据统计， 郭士立有中文著作 ６１
本、 英文著作 ９ 本、 德文著作 ７ 本、 荷兰文著作 ５ 本、 日文著作 ２ 本、 暹罗文著作 １ 本。［１４］１８３３ 年， 他

出版了中文著作 《大英国统志》， 以两个广东人游历英国回国后讲见闻的形式， 介绍英国社会状况；
１８３６ 年， 他在新加坡出版中文小册子 《是非略论》， 以两个广东人远赴英国谋生为背景， 扭转中国人对

英国的偏见， 宣传西方文明。 １８３３ 年创办 《东西洋考》， 被视为中国境内第一份中文报刊。 他以 “爱

汉者” 为笔名， 分新闻、 地理、 历史、 科技等多方面系统介绍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 他还面向

西方人出版英文著作。 除了 《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 他还于 １８３４ 年出版 《中国简史》 （Ａ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于 １８３８ 年 ６ 月在伦敦出版 《开放的中国》 （Ｃｈｉｎａ Ｏｐｅｎｅｄ）。 这些英文著作较为系统地

介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 风俗文化等， 他的文字暗示了 “中国在衰落” 的趋势， 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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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英军侵华提供了情报， 增加了信心。 郭士立还出版了中国皇帝的个人传记 《道光传》 （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ａｏｕ－ｋｗａｎｇ， ｗｉｔｈ Ｍｅｍｏｉｒｓ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对中国的介绍在当时是较为全面的。

分析郭士立的著作可见， 面向西方国家时， 郭士立使用英语， 侧重介绍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 经贸

文化等， 迎合西方人对中国的情报需要； 在面对中国读者时， 郭士立积极迎合中国传统习俗， 认真研

究儒家文化， 汲取其 “天下一家” 等中国传统思想来破除华人的 “蛮夷” 印象。 在对华传播中以英国

为主要宣传对象， 全面介绍其政治、 经济、 科技等， 采用两个朋友对谈夸奖英国是他的惯用伎俩。 为

了宣传西方文明， 他不惜臆断事实， 在 《道光传》 中， 他将林则徐描述成 “这个天朝中第一个对西方

国家感兴趣的人”， 他将签订 《南京条约》 的耆英描绘成 “善于思考， 讲求实际， 为主的福音打开中国

大门” 的人。［１５］这样具有偏倚性的书写背后， 暗含着郭士立竭力宣传西方文明， 希望中国人早日破除

“蛮夷” 观念， 接受殖民的意图。
从郭士立入华前的考察活动、 在华所任的政治职务， 以及对华传播鲜明的书写框架， 可以一定程度

管窥郭士立对华传播的复杂动机， 对 《东西洋考》 的内容分析则可以进一步佐证其传播本质。

三、 从 《东西洋考》 文本佐证传教士报刊本质

（一） 《东西洋考》 的服务对象

郭士立虽来自普鲁士， 但他的在华活动与英国关联较多。 他的三任妻子都是英国人， 他的著作以宣

传英国为主， 一生政治职务受聘于英国。 这一点从 《东西洋考》 中也可窥见：
论国之权柄， 大有势力， 而英吉利国为第一， 俄罗斯国为第二， 法兰西国为第三焉。［５］（２９４）

（道光丁酉年十一月 《法兰西国志略》 ）
英吉利国之公会， 甚推自主之理， 开诸阻挡， 自操权焉。 五爵不悦， 争论不止。 倘国要旺

相， 必有自主之理。［５］（１８６） （道光乙未年六月 《新闻》 ）
马尼拉京城， 为大埔头， 乾隆年间， 大英国水师提督征服之， 大船不进口， 只抛锚假港，

在城建炮台防口于各地方， 有天主堂多……如今诸国之船可进口， 不禁戒， 晨时鸣钟， 为日方

许开市肆经营。 午鸣钟， 为夜阖市， 寝闭市肆。［５］（２６） （道光癸巳年八月 《吕宋岛等总论》 ）
设女学馆教之， 以乐、 唱、 画、 写、 作文、 识地理、 认文理、 可诵史记， 必读圣书， 知耶

稣之道理。［５］（２０１） （道光丁酉年二月 《侄外奉姑书》 ）
《东西洋考》 看似讲 “万国之事”， 实则对英国着墨最多。 第一例中， 郭士立直白地确立了英国在

欧洲 “国之权柄第一” 的地位。 在二、 三、 四例中， 郭士立介绍了崇尚 “自主之理” 的英国公会， 英

国统治下贸易兴盛的马尼拉， 风俗开化、 人人平等的英国社会， 从政治、 经济、 文化三方面描述了英

国文明的先进性。 其中， 第三例意在引导读者接受这样的逻辑： 只有接受英国水师提督的征服， 才能

拥有繁盛的贸易场景。 第四例描述的 “男女平等” 的社会风俗， 其实是与中国社会的 “男尊女卑” 形

成鲜明对比的， 这样的对比有助于先破后立， 将殖民接管合法化。
（二） 《东西洋考》 的创刊手段

为了成功地推销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 郭士立巧妙地采取了一些传播手段。 第一， 入乡随俗。
郭士立不仅本人穿汉服、 讲汉语， 认郭氏族人为父， 他的文字也体现着形式尊重。 《东西洋考》 文章在

体例、 形式、 措辞上与儒家经典诸多相似， 使熟读四书五经的士大夫阶层具有亲近感。 郭士立开篇便

引用儒家 “四海之内皆兄弟” 思想来扭转中国人的 “蛮夷” 观念， 还利用百姓熟悉的书信形式作为传

播西方文明的载体， 《东西洋考》 中有很多 《子寄父书》 《侄外奉姑书》 等。 形式尊重可以让读者放下

戒备， 有利于进一步宣传西方文明。
第二， 议程设置。 《东西洋考》 中的新闻存在着明显的议程设置。 在报道对象上， 《东西洋考》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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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报道 “各国之事”， 但欧洲国家出现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在对其他国家进行报道时， 也以欧洲

国家作对比， 存在明显的 “欧洲中心论”。 在报道议题上， 《东西洋考》 宣称 “包罗万象”， 但其大部

分内容是在宣传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和繁盛贸易； 在报道倾向上， 对欧洲人的报道多为

正面形象， 政治民主， 经贸发达， 人民善良、 勤劳、 勇敢等， 非欧洲国家人民则奸懒馋滑， 信奉邪教

等。 这样的具有偏向性的报道数量和主题分布， 无形中勾勒了 “西强东弱” 的世界图景， 进而形成

“落后国家需要被先进国家接管” 的逻辑。
第三， 排他利己。 为了给基督教的宣传争取足够的空间， 郭士立在 《东西洋考》 中竭力排挤贬低

其他宗教：
（佛教） 大率假灾祥祸福之事， 以售其诞句无稽之谈， 则诱取赀财以图肥己。［５］（６５） （道光

癸巳年十二月 《暹罗国志略》 ）
在郭士立看来， 佛教、 伊斯兰教都是 “异端邪教”， 他借地理专栏讲述各国见闻， 实际上却在宣传

非基督教信仰给民众带来的苦难， 为传播基督教清理障碍。
（三） 《东西洋考》 的文本逻辑

《东西洋考》 介绍 “先进” 的西方文明的背后隐含着这样的思路： 贬低东方国家———宣传西方文明

———使中国人接受 “优胜劣汰”。 郭士立在人为设定一个 “落后” 与 “先进”、 “封建” 与 “文明” 二

元对立的框架， 使中国人逐步相信只有被英国等殖民者接管， 才能变成和西方一样的 “文明社会”：
耶稣上天之时， 门生立之为万世教师， 继接奉此职之人， 自谦志传教， 只留心奖善惩恶，

导民归正。［５］（３４２） （道光戊戌年三月 《教宗地方》 ）
是以大英设新法度， 推产生法计。 彼地崇天主教辈， 几十万。 当东汉年间， 救世者之门弟

（原文如此———引者注）， 到省传教， 且印度人几万甘服顺其道理矣。［５］（１８３） （道光乙未年六月

《玛塔喇省》 ）
惟英人不弃兹业， 勉力筑堤防， 将火烈山泽而焚之， 建砖屋， 开街衕， 给田与土人， 招来

益房。 如此人烟稠密， 户口繁滋。［５］（２２３） （道光丁酉年四月 《孟买省》 ）
分析以上三例可见， 郭士立贬低佛教、 伊斯兰教， 却倡导基督教 “奖善惩恶， 导民归正”； 他宣传

英国先进的生产方式， 认为只有英国的技术经验才能给中国带来良田万顷， “户口繁滋”， 暗示中国想

要发展， 也应该像印度一样接受殖民管理。 《东西洋考》 自身不言侵略， 而是通过鲜明的对比， 使中国

人自动臣服于西方的文明， 打开国门。

四、 发现和结论

恽代英对 “文化侵略” 做过四个方面的论述： “宣传上帝耶稣天堂地狱的迷信， 使弱小民族不注意

眼前所受切身的痛苦”； “鼓吹帝国主义国家之文明”， 使弱小民族 “承认帝国主义国家为文物上邦”；
“宣传片面的和平博爱的学说……使弱小民族不反抗他们的压迫蹂躏”； “鼓吹帝国主义者对弱小民族之

德意……使弱小民族发生感激之心， 以自甘为永不反叛的臣民”。［１６］ 这对于反思传教士对华传播有一定

的启示。 首先， 郭士立在华行医问药、 著书立说， 其根本目的都在于宣传上帝， 宗教一直是文化侵略

的必备武器。 其次， 郭士立创办 《东西洋考》 以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为包装， 破除中国人的 “蛮夷” 观

念， 解锁文化侵略的第一道屏障。 在宣传西方 “先进” 文明的同时， 辅之以亚洲人的 “落后” 对比，
意图使中国读者逐步接受国家间的 “强” “弱” 和人种间的 “优” “劣” 之别， 进而接受殖民管理。 再

次， 《东西洋考》 开篇宣传 “四海皆兄弟” 的儒家思想， 同时不断宣传耶稣的平等仁爱， 造成 “众生平

等” 的假象， 随着 “平等看待西方人” 宣传而来的， 是东西方文明上的不平等等级。 最后， 在 《东西

洋考》 中， 英军在印度等地的殖民行为被粉饰成 “先进地区改造落后地区” 的善举。 在郭士立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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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中， 更是大肆鼓吹对于 “征服亚洲， 才能使其摆脱奴役”。 这样的逻辑意在使中国人逐步接受 “优
胜劣汰” 的思维， 早日接受殖民。

本文期待通过对郭士立及其 《东西洋考》 的个案透析， 反思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播的动机， 重申

“外人在华办报活动本质上是殖民主义文化侵略活动” 的定论。 当下有学者以 “文化现象不应与政治经

济混为一谈” 来驳斥关于传教士报刊的 “文化侵略说”， 这种研究倾向忽视了隐含在文化背后的权力关

系和话语政治。 文化侵略具有隐蔽性和伪装性， 单纯看传教士报刊的文本， 看到的是中国晚清社会的

封建和西方文明的进步， 属于只抓住了历史的碎片， 忽视了宏观的、 长远的时代社会背景。 报人的主

观思想对报刊的立场和形态有重要影响， 对郭士立的研究不仅仅是对一个新闻人物生平的梳理， 也涉

及看待历史问题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只有充分结合时代变迁、 报人生平经历， 才能深入挖掘报刊隐含

的价值取向， 剖析权力关系。 对于传教士及其报刊的研究， 应该更多还原历史文本， 从历史背景入手

剖析权力关系， 这样才能对当下对外传播的实践产生正确的启示。
程曼丽提出新闻史研究的三点启示： 由点到面找关联、 由表及里找线索、 由此及彼找规律。［１７］ 由此

反观当下， 过度强调郭士立们的贡献而忽视其本质上的侵略性， 一定程度上是视角的局限和方法论的

机械： 单纯从传教士报刊文本出发， 存在 “只看其一， 未见其二、 其三” 的局限， 没能做到透过现象

看本质； 割裂了文化与政治、 经济之间的联系， 就会被文化侵略的隐蔽性迷惑， 忽视背后潜在的权力

关系； 以当下 “文化交流” 视角解读新闻史文本， 是一种对历史的生搬硬套， 而真正的新闻史研究应

该回归当时的社会语境， 还原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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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爱汉者等 􀆰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Ｍ］ 􀆰 黄时鉴整理 􀆰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７： １８７􀆰

［６］ 赵晓兰等 􀆰 传教士中文报刊史 ［Ｍ］ 􀆰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７７􀆰

［７］ 韩雪 􀆰 传教士报刊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影响———以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为例 ［ Ｊ］ 􀆰 学术探讨， ２０１１ （７）： ３２８􀆰

［８］ 秦镜 􀆰 郭士立传播活动及传播思想初探 ［Ｄ］ 􀆰 北京大学， ２０１０： ３２􀆰

［９］ 王韬 􀆰 书日人 《隔靴论》 后 ［Ａ］ 􀆰 王韬 􀆰 弢园文录外编 ［Ｃ］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２００２： ２３３－２３４􀆰

［１０］ 程丽红 􀆰 文化侵略的工具　 文化交流的媒介———论近代在华基督教传教士报刊的文化意义 ［ Ｊ］ 􀆰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００

（６）： １６０􀆰

［１１］ 庄钦永 􀆰 “无上” 文明古国 ［Ｍ］ 􀆰 新加坡： 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中心， ２０１５： ５􀆰

［１２］ 吴义雄 􀆰 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 ［Ｍ］ 􀆰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 ２１７􀆰

［１３］ 龚泽琪， 董连泽 􀆰 中国军事经济全史 （上） ［Ｍ］ 􀆰 北京： 海潮出版社， １９９９： ５３９􀆰

［１４］ ［韩］ 李宽淑 􀆰 中国基督教史略 ［Ｍ］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８： １４４􀆰

［１５］ 雷雨田 􀆰 近代来粤传教士评传 ［Ｍ］ 􀆰 上海： 百家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１４６－１４７􀆰

［１６］ 恽代英 􀆰 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Ａ］ 􀆰 恽代英 􀆰 恽代英文集 ［Ｃ］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 ８２０－８２４􀆰

［１７］ 程曼丽 􀆰 《蜜蜂华报》 研究 ［Ｍ］ 􀆰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２３８－２４１􀆰

［责任编辑： 赵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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